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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出版姿态、
知识构建与社会传播＊
———１９２３年商务版 《新文化辞书》的历史透视

黄兴涛

［摘要］　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新文化辞书》，是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积极传播新文化
的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甚至成为其公开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某种象征，它鲜明地体现了其
“启蒙的生意经”。此书以 “新文化”百科全书的名义，致力于构建当时新文化综合知识系
统的努力及其历史特征，值得今人检视和反思，特别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态度与知识
传播，具有明显的思想文化导向意义，对我们认知 “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
不乏历史价值。《新文化辞书》后来不断再版，实际成为各种各类 “新知识词典”和 “新
术语词典”的前身。

［关键词］　 《新文化辞书》；商务印书馆；唐敬杲；新知识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
［作者简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新文化辞书》（Ａ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五四时期以 “新文化”
命名的唯一较大型百科全书。它最早出版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此后又多次再版。民国时期至少出版过
不下于１０版①。同时，其销售广告也在各大报刊不断刊行，在社会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此书，学界以前并非完全没有研究。２００４年，台湾学者王飞仙聚焦于 《学生杂志》的专著，

就涉及了对 《新文化辞书》的讨论，该书秉持探寻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商务印书馆 “以启蒙牟利”的目的
传播新文化的思路，以 《学生杂志》为例，揭示了出版商及学者、学生等如何介入、传播并进而改变
新文化运动思想特质的历史过程。作者分析了 《新文化辞书》所呈现的 “简单、易懂、实用、肤浅”
的 “外来、时髦”的 “新文化”图景，并强调 “这本辞书以往为研究者所忽略……可为考察新文化运
动影响力的实例”②。王飞仙关注本书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思路，给笔者以诸多启发。２００７年，德国
汉学家梅嘉乐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Ｍｉｔｔｌｅｒ）撰写 《“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务印书馆及其 〈新文化
辞书〉》③ 一文，也专门讨论了该书，后收录在由陈平原、米列娜主编的 《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一
书中。梅嘉乐从 “百科全书”构建新知识秩序的独特视角，粗略讨论了 《新文化辞书》，也不无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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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而作。感谢欧阳哲生教授敦促笔者写作此文，也感谢尉彦超、林哲艳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
的帮助。

《新文化辞书》首版后的６个月中，曾再版２次 （１９２４年３月第２版，４月第３版）。１９２７年出第４版，１９３１年出第５版，

１９３２年９月出 “国难”后第１版，１９３４年５月出版 “国难”后第２版。１９３９年时，它还出版过 “国难”后第５版。经核查，各版
本内容大体一致。

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 〈学生杂志〉》，１２７－１３０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
系出版社，２００４。

梅嘉乐：《“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务印书馆及其 〈新文化辞书〉》，１９３－２１３页，载陈平原、米列娜编：《近
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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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就此书的编校、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的调整、该书选择和构建
新文化知识的特点，以及它的激进文化导向和传播情形等问题，再做一点具体推进与深化讨论。在
方法上，则除了注重文本细读外，还注意较为充分地去利用和解读当时关于此书的各类 “广告”，

它们是表达文化关切、展示文化姿态和建构文化形象的出版符码。

一、“启蒙的生意”：“五四”后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的调整及其动力

“启蒙的生意”一词借自美国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他在探究启蒙运动如何在
社会中传播这一问题时，通过详细描述狄德罗 《百科全书》的 “一生”，呈现了启蒙精神自哲学家
产出后，如何借助出版商的投机和生意，经由书籍的生产、流通，最终走向整个社会的过程①。达
恩顿的思路，也启迪了前文提到的王飞仙。这一思路，的确有助于我们认知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
化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

商务印书馆惯于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向走在时代前列。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

它却曾一度未能跟上时代潮流，游离于新文化运动主流圈之外，并因此引起新文化提倡者阵营的强烈
不满。１９１８年９月和１９１９年２月，陈独秀两次在 《新青年》上抨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东方杂志》

落后的文化立场和论调。罗家伦在 《新潮》上也发表 《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 《东方杂志》
《学生杂志》等商务印书馆系列刊物的言论倾向予以贬评。正如李家驹在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
化的传播》一书中所指出的：“商务的领导层，特别是以张元济、高梦旦为首，在 ‘五四’前后的心
态是极为焦虑的，他们关心商务能否继续在学术和社会变革潮流中居于前列。”② 五四运动带来了中
国出版界的新风潮，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刊物在市场迅速走俏，新旧姿态的鲜明对比严重影响了商
务期刊和出版物的销量。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商务印书馆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
斧的改革。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学界已有不少优秀成果，为了论述需要，这里仅略做概要性的回顾。

１９２１年４月，为调整文化出版方略，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亲自北上，力劝新文化主将胡适
南下商务办编译所。７月，胡适应邀到沪实地考察商务印书馆，他最终虽没有留任，但推荐了其早
年的英文老师王云五。１９２２年１月，王云五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从部门设置、人员调动
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由１９２４年 《编译所职员录》可知，此时编译所职员数量竟然增加
到了２４０人，其中有１９６人均为王云五进所后所引进，可见其改革力度之大。③ 在期刊出版方面，

因 “文学革命”和 “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小说月报》的销路大幅下降，此时商务印书馆被迫
更换 《小说月报》和 《妇女杂志》主编。《小说月报》改由新文学骨干沈雁冰接掌，从１９２１年１月
起以发起 “文学研究会”为标志，迅速成为新文学的主阵地。１９２０年初起，《东方杂志》主编、曾
为陈独秀的著名论战对象的杜亚泉也被改换，杂志调整后逐渐赢回更多的社会关注。在出版物选择
方面，商务印书馆更摆出了鲜明的新姿态，推出多种以 “新文化”为名的丛书，并打出 “新人物必
备新文化书”的口号，凭借其原有的强大文化辐射力，很快成为 “新文化”出版的主力军。总的来
看，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全面的革新，卓有成效。有研究者评论说，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传播 “新
文化”最为有力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与其他上海出版同业④，此论大体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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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 （１７７５—１８０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２３４－２３５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钱益民：《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载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３）。

原文为：“一九二〇年代，传播 ‘新文化’最力的并非 《新青年》、《新潮》，北大师生及其同道，而是商务印书馆与其他
上海出版同业。”参见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 〈学生杂志〉》，１１７页，台北，台湾政治
大学历史系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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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辞书》正是商务印书馆这一出版策略调整的直接结果。《新闻报》所谓 “闻该馆以此书
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纪念的刊物”①，或可证明该辞书在书馆 “归化”新文化阵营方面的某种标志意
义。１９２４年该书再版时，书中又打出 “新人物必备之书”② 的旗号作为内广告，从而更鲜明、充
分地表明了其调整后致力于 “新文化”出版的自觉姿态。
启 “新文化”之蒙、鼓 “新文化”之气、赚 “新文化”之钱，这种既启蒙又赚钱的新文化出版

方针的确立，是商务印书馆高层此时的明智决策。作为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调整后从事 “启蒙的生
意”的代表举措之一，《新文化辞书》的编纂出版意图，在当时的广告中表达得毫不含糊：“我国近
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国人的智识欲望增高了。凡从前博学深思之士所能备具的学问，一般民众都
应该加以修习；而现代繁复的生活状况，亦非有丰富广博的智识不足以适应。本书的编纂原因，就
是想把最适切的求知工具来贡献国人。”③ 这个目的，与编纂者唐敬杲在 “辞书”序言中的表述也
基本一致，就是要给一般民众提供一个好的认识工具，让他们可以对近代社会的各种主义、学说、
世界新潮，以及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能有一个全面、确切、系统的了解，以
帮助国人增进智识、更好地适应繁复的现代生活。
本书编者唐敬杲１９１５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１７年。沈雁冰曾赞扬他 “日语学得特

别好”④。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唐敬杲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东文部”，后毕生从事辞书编写和日
文翻译事业，除 《新文化辞书》外，另主编有 《现代外国名人辞典》《综合日汉大辞典》等，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参加了 《辞海》的编写工作。１９２２年，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推动了商务印
书馆的改进和革新。是年，“东文部”被取消，唐敬杲调任到 “杂纂部”，负责 “规划编译不属于其
他各部主管之书籍”⑤。王云五到任后，“杂纂部”由１９２１年的７人扩张到１９２２年的２０人。唐敬
杲在此岗位一直工作到１９２５年转任 “国文部”为止。《新文化辞书》就是他在这期间 “以数年间目
不旁骛的全副力量，精心结撰”编成的。《东方杂志》记者称，这种出于一人之手的编著自有其优
长，“尤可免去寻常辞书前后不一贯的弊病”⑥。

《新文化辞书》还有１０人负责校订，分别是李希贤、何菘龄、沈雁冰、周昌寿、陈承泽、范寿
康、黄士复、黄访书、郑贞文、顾寿白，其中多属富于新知识和热心新文化之士。除人们熟知的沈
雁冰外，周寿昌、郑贞文专攻自然科学，陈承泽是探索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先驱，今人比较陌生的李
希贤、何菘龄，也都是较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多了解的人物。⑦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范寿康成
为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著名代表。他１９２３年７月写作 《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发表
在 《学艺》第５卷第４号上，次年又在 《学艺》第５卷第９号发表 《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一文，
试图对 “科玄论战”进行总结，他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认为人生观与科学二者大部分有关系，
但科学又绝不能解决全部的人生问题，在论战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亦可见其与后期新文化运动
的密切关联。

《新文化辞书》的１０名校对者中，留日学生占到７个，而且他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华学艺社 （即

１９１６年创办的丙辰学社改名而来），有的还是重要成员。该社以 “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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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 〈新文化辞书〉将出版》，《新闻报》，１９２３－０９－２７。
《分类广告》，《申报》，１９２４－０３－１４。
《新文化辞书》，载 《东方杂志》，１９２３ （２２）。

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１１８６、１０１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记者：《介绍 〈新文化辞书〉》，载 《东方杂志》，１９２３ （２４）。

林勋贻：《何公敢先生事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福建文史资料》，第１９辑，

７１－８０页，１９８８；蔡干豪：《何公敢》，载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社会科学所主编： 《福州历史人物》，第二辑，１２９－１３７页，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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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促进文化”① 为宗旨，是当时热心传播新知识、研究和推广新文化十分活跃的著名学术文化团
体。陈承泽与郑贞文还曾担任其该团体机关刊 《学艺杂志》的编辑主任。学艺社的基本社员，很多
都曾先后在商务编译所任过职。若考察籍贯，其中来自闽浙的达７人之多。１９２７年，这１０人中，
黄士复、何菘龄、陈承泽、李希贤、周昌寿、郑贞文、顾寿白７人均参与过著名的 《综合英汉大辞
典》的编辑或校订工作，除黄士复暂无法确定外，其余６人都是留日学生。邹振环曾专门研究 《综
合英汉大词典》，他认定该书大量吸收了以斋藤 《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为代表的大正年间日本英
和辞典的精华，也注意到了许多编纂者的留日身份②。由于 《新文化辞书》与 《综合英汉大词典》
这两部书的编订者身份高度重合，研究者似应留意它们彼此间的关联，及其同当时日本学术文化的
关系。

二、《新文化辞书》对 “新文化”知识的自觉构建与综合传播

《新文化辞书》自我定位为介绍、传播现代 “新文化”知识的集成性工具书。１９２３年９月底，
上海 《申报》《时报》《新闻报》在此书问世前纷纷刊出该书预告，也声言其为 “新学识百科辞书”。
如 《时报》就称该书 “对于政治、宗教、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文学、美术、心理、伦理、教
育，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必需之知识，均为系统之介绍。同时对于重要之文人、学者、思想家、宗教
教主、社会改革家等之传记及学说，亦与以显明之叙述，书末并附有详细之中西文索引。全书凡一
千三百页，诚现代知识之宝库，亦我国沉滞的出版界中，得未曾有之钜制也。”③ 《申报》还称赞
其：“取材异常谨审，叙述亦详尽，文字之清丽流畅，亦复不可多觏。”④ 《新闻报》称其：“不独内
容丰富、取材精审，即文辞之修洁隽雅，亦近来所罕观。”⑤ 该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自己主办的
《小说月报》（１９２３年第１２期）、《学生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期）、《妇女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期）等
刊物，也都专门对其做过积极的推介，借此塑造商务印书馆倡导和传播新文化的出版形象。
在当时，这部辞书搜集、归纳、传播 “新文化”知识的大胆尝试与综合努力，确属相当自觉的

出版举措。１９２１年被商务印书馆聘为 《学生杂志》主编的杨贤江，便曾在通信中提到过该 “辞书”
的筹编意图。中共早期党员许金元曾致信杨贤江，谈及对 《学生杂志》的改进意见，其中有一条
称：“有些志士为了校里了解新思潮的同学太少而叹息。不错，太少诚然太少，而实在说来，新名
辞的太难懂实为 ‘太少’的一个大因。我以前何尝不是这样，唯物史观、逻辑等名辞我完全一无所
知。后来读 《新青年》而稍微有些了解，及去年读本志 ‘新名词解释’而大悟。本年来，新名辞解
释竟没有出现过，未免使我失望。”⑥ 对此，杨贤江复信说：“‘新名词解释’一栏，因为商务馆预
备出一册 《新文化辞书》，那里对于各个新名词，都有很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就省去这步工夫了。
但以后如遇有更新的名词，仍当随时登载。”⑦ 二人信件后被刊载于 《学生杂志》第１０卷第１２号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５日）的 “通讯栏”里。通过这两则材料，我们对当时社会上新文化知识的 “饥荒”
局面，以及青年志士借由学习、掌握新名词概念内涵进而了解新文化的渴望心态，或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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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学艺社沿革小史》，载 《学艺》，１９３３年百号纪念增刊；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
物———中华学艺社和 〈学艺〉杂志的兴衰》，载 《科学文化评论》，２００４ （３）。

邹振环：《〈综合英汉大辞典〉的编纂、特色与影响》，载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２）。
《〈新文化辞书〉将出版》，载 《时报》，１９２３－０９－２７。
《商务将发行 〈新文化辞书〉》，载 《申报》，１９２３－０９－２７。
《商务印书馆 〈新文化辞书〉将出版》，载 《新闻报》，１９２３－０９－２７。

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许金元致贤江 （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３日）》，载 《杨贤江全集》，第４卷，４８０页，郑州，河南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５。

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致许金元》，载 《杨贤江全集》，第４卷，４７８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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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想见 《新文化辞书》适时满足这一 “饥荒”的社会期待和传播效果。

１９２３年底，《小说月报》记者声言：“‘知识饥荒’一句标语，在国里面还是十分狂热地叫着。
但是现在呢，满载着精神上粮食的救济船——— 《新文化辞书》———出现了，我们至少可以得些较美
的食粮了！”① １９２４年，商务印书馆在 《申报》上又专门打出 “知识饥荒中的食粮”② 作为该辞书
广告的标题，这充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商业经营智慧，就是极度渲染 “新文化知识”的匮乏
局面，以此推动那些标榜 “新文化”的出版物之营销。
在 《学生杂志》的 “答问栏”，除前文已提到的杨贤江与读者的对话外，还有数次 “答问”提

到过 《新文化辞书》，强调其对于新文化知识的 “常识性”普及功能。如在回答烟台人邹立琛的
“现在是否有关于学术、政治、哲学、科学、国际这类合编的常识书”的问题时， “Ｋ”就特地告
知：“如 《新文化辞书》、《少年百科全书》及百科小丛书中各书都可作为常识书看。以上各书均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③

在 《新文化辞书》中，编者所收录的新知识，确非随意拼凑，而是经过了认真的筛选和整理，
新知识的构成和序列，也经过了细心的裁剪组织，故 “辞书”明显体现了编订者的新知认识和价值
取向。梅嘉乐在讨论该书的文章中曾指出，当新知识出现并与现存知识秩序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会
产生 “再确定的结构性需要”，因为知识的新秩序需要被创造，而百科全书中所贮藏的知识，恰恰
可以使得其内在秩序得以显现。此论不无道理。陈平原也曾指出，各式辞典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知
识，不是艰涩的论述，也不是先锋的思考，而是如何将系统的、完成的、有条理有秩序的知识，用
便于阅读、容易查找、不断更新的方式提供给读者，它们代表了 “启蒙文化”的另一侧面。④ 梅、
陈二位的观点提示我们，侧重于从新知识选择、新知识秩序系统构建，以及通俗化表达和平民主义
宗旨等角度来审视百科全书的研究路径，着实可取、值得借鉴。由此来理解 《新文化辞书》之于五
四新文化的意义，也很是贴合。
关于 《新文化辞书》所提供的新文化知识的 “系统性”，语言学者周光庆更早的时候，还从

“五四词语”分布特征的角度做过独到的论证。他认为 “五四词语”意义分布很广，但偏重表达各
种理论思想，尤其偏重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思想，因此这方面涌现的新语词数量之比重也最大。而就
这些新语词本身来说，则一方面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又自成系统。说它多姿多彩，是因为 “各种主
义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各给名称，任其相互竞争”，说它自成系统，则是由于 “在某一特定社会科
学领域，表达各级概念的新词语都有，而且相互分工，相互联系，俨然构成自己小小的系统”。周
先生特别强调：“表达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思想的新词语自成系统，这是 ‘五四词语’最新的也是最
重要的特征。”⑤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专门以 《新文化辞书》为例，从中摘录了 “主观”“客观”与
“实用”“实在”“实证”“实践”等所组合而成的两组３２个新语词，如主观主义、客观的实在论、
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实践理性等等，分析指出，这些新语词新概念 “互相联系、互相发明，构成
了级层，构成了系列”，体现了 “哲学在 ‘突破’，学术在 ‘下移’，中西文化交流是何等的深入，
中华文化演变是多么的深刻”⑥。此种从新名词新概念体系建设的角度来把握 《新文化辞书》所体
现的学术文化转型意义的认知努力，无疑是颇有眼光的。
以弘扬进化论为例。该书对进化论及相关思想学说的介绍传播不仅系统深入，而且毫不掩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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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⑥

记者：《介绍 〈新文化辞书〉》，载 《小说月报》，１９２３ （１２）。
《知识饥荒中的食粮》，载 《申报》，１９２４－０２－１９。

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答烟台邹立琛君》，载 《杨贤江全集》，第４卷，９１８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陈平原：《作为 “文化工程”和 “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载陈平原、米列娜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１－１９页，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周光庆：《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３９０、３９０－３９２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尊崇态度，明确传达了一种现代性所主导的新文化自觉。在 《新文化辞书》里，除了设有 “进化
论”（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达尔文底进化论” （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等条目外，还收录 “进化论的快乐说”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ｄｏｎｉｓｍ）、“宗教进化说”（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等词条。“进化论”词条首
先阐述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随后梳理了从其萌生到达尔文、拉马克 （ｌａｍａｒｃｋ）、斯宾塞、赫胥黎
等以来生物进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并绍述了其后 “新达尔文派”和 “新拉马克派”的代表人物及其
主要看法。编者对进化论的思想意义和积极影响大加强调，指出：“到了近来，进化论大为社会所
认许，动植物学方面是不消说，就是其他一切学术也都用这进化论做基础了。就是从来称为形而上
学的，如哲学，心理学，美学等，也以进化论为基础而一新其面目了。因此，哲学思想也一变，避
开冥想和空论，而以实验为基础了；教育上也应用起进化的原理来了。”① 在 “达尔文底进化论”
这一条目，编者则介绍了 “自然淘汰说”“雌雄淘汰说”“人为淘汰”等内容，记述了该学说从受到
各种攻击到 “真价值日益表现”的过程，大赞达尔文 “学殖丰富、识见超迈，品格也极高尚”，宣
称 “达尔文进化论不但是生物学上底一大新说，且与一般学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以非常的变化———
可以说十九、二十世纪的学界，没有不立于他那伟大的感化之下的”②。
进化论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重视和传播进化论，正是新文化运动得以深化开展的根本内容。

尽管当时反思进化论的有关思想在 《新文化辞书》中也有涉及且在中国有所传播，但进化论在思想
界的绝对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对于当时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仍然意义深远。《新文化辞书》对进
化论的弘扬，正体现了其塑造现代文化的理性自觉。该辞书出版后，其中的有关内容得到社会重
视，如 《学生杂志》主持人在回答崇明人蔡绳夫 “赫胥黎与达尔文的学说，是怎样的？”的询问时，
署名为 “Ｋ”的编者便回答道：“他们都是进化论者。《新文化辞书》曾说到一点他们的学说，可以
参考。”③ 由此可见一斑。
除进化论之外，《新文化辞书》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妇女解放观念、社会

改造思想等新知识，也都有大量词条进行传播。如辞书就专门介绍了 “女性本位说”“女子参政主
义”以及其他众多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这一点还一度引起 《妇女杂志》的格外关注。该刊记者在
推介 《新文化辞书》时，就特别强调指出：“对于妇女问题的一切学说、思想，以及其他讨论材料
的介绍，也是这部书的一部分责任……如那恋爱、性教育、结婚、离婚、女子参政、生育限制等的
问题，以及爱伦凯、珊格尔夫等的叙传和学说之类，在这部书里，无不应有尽有。”④ 以爱伦凯的
词条为例，该辞书对这位现代妇女运动先觉的恋爱自由论、自由离婚论、母性观和理想的妇人观等
思想，就做了相当系统的评介。
该辞书对当时曾访问中国、给予中国新思潮以直接和重要影响的杜威、罗素等人的思想和学

说，均设有专条详细介绍，有些内容还相当前沿和及时。如在 “杜威”词条中，不仅绍述评析了他
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哲学主张，还专门提及了他来中国演讲之事，称 “他一共在我国住了两年零
两月；所演讲过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
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演讲录已经出了十几版了；其余各种小演讲录还很多呢”⑤。对
罗素及其学说的介绍更为详细，既包括了他的 “新实在论”哲学、数理逻辑等学说，也谈到了他新
的 “社会改造论”和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他来中国讲学的经历。
与此同时，《新文化辞书》对当时带有反思西方现代性特点的一些学说和思潮，如生命哲学、

新人文主义、文化主义等，也有过一定的择取和绍述。编者贴切地评述了柏格森的 “创造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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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③
④

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３０７－３０８、２２６－２２８、２５２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答崇明蔡绳夫君》，载 《杨贤江全集》，第４卷，９１０－９１１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记者：《介绍 〈新文化辞书〉》，载 《妇女杂志》，１９２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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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其重视直觉和体验的认识论①，认为 “倭铿的哲学就是精神生活的哲学，而为有形而上学倾向
的新理想主义哲学底代表”②。关于 “文化主义”，则强调其系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乃针对
“军国主义”而来，但同时又指出其过于忽略物质文明，不免走向了新的偏颇等。③ 实际上，这也
是战后德国狭义文化概念正式传入中国的辞典记录，尽管这一现代狭义文化概念此前三年已开始在
中国使用。多年前，笔者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化概念时，也曾引用该辞书的 “文化主义”词条内容来
说明相关问题。④

１９２３年底，《申报》上有一则专门广告称赞 《新文化辞书》：“于各种学说思想、各项组织制度
以及古今宏哲硕学之传记尽量罗载。一方面对于欧化为整部之输入；一方面对于固有之外来文化如
佛教、基督教之类，亦与以有系统之阐述，实为新学识之一大宝库。”⑤ 这一广告的赞评，除了强
调该书构建新文化知识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努力之外，还格外凸显其在内容上侧重于 “欧化”为主的
“外来文化”之特征，并将两者统一起来，这有助于今人把握该书特色。在此书的编者心中，现代
欧洲文明和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等 “外来文化”，共同构成了 “新学识之一大宝库”，这相
当典型地反映了编者关于 “新文化”构成的真实观念。只不过编者将早已本土化的佛教，与唐朝时
零星进入、晚明之后才大规模到来的基督教并列为中国 “固有之外来文化”，总让人有不尽妥当的
感觉。
对于本国早就存在的部分 “固有之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加以深入介绍，并视之为新文化知识，

或至少视之为现代新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这肯定是 《新文化辞书》相当引人注目之处。而这一
点，又集中体现在编者对于 “佛教”的格外偏爱上。关于佛教专条，该书竟然用了６４页的超长体
量，将其基本教理和理想、派别、流传的历史，进入中国后１３个主要宗派的经典和教义等内容，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简直堪比一部佛教专著，而且叙述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难能可贵。不
过，若从辞书体例的严整要求角度来看，这一做法明显造成了辞书内容比例上的严重失衡，殊为不
妥。相比之下，书中对基督教的专条次详叙述，体现出来的 “固有之外来文化”意味则相当不足，
大约主要还是由于其 “外来”性，才得以享受与佛教并列的特殊待遇。在这方面，“景教”入词条，
倒更符合宗旨，惜其影响既小、可述内容也少。值得注意的还有，本辞书对于宗教问题似有偏爱。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编者看来，宗教与新文化并不冲突 （如在本词条中编者就强调，佛教世界观
“重理性而与近代科学的世界观相似”），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发生深刻变革
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编者本人对于人生问题的极度关注。显然，词条中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对于
佛教的特殊态度，是有别于当时那些倡导 “非宗教运动”的 “新文化运动者”之主流文化取
向的。
不过，《新文化辞书》虽然大量介绍西方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和近代自然、社会科学理论学说，

却对中国真正 “固有之传统文化”及思想家着墨很少，像儒教、道教、孔子和孟子等都没有专门的
词条，可见编者心中的 “新文化”似乎全然同纯粹中国 “固有之传统文化”资源无关。如果说这一
点还情有可原，也体现了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 “反传统”的激进取向，那么对近世以来尤其是新文
化运动以来有关中国新文化的人物、事件、著作和思想，也全然不设词条，就有点不合逻辑了。⑥

与此相一致，在组织体例上，该书也采用了优先以英文字母顺序来编排新知识的方法。唐敬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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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④
⑤
⑥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５６、３０２、５３６－５３８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 “文明”和 “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载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 （６）。
《商务印书馆十二年十一月份出版新书》，载 《申报》，１９２３－１２－１６。
《新文化辞书》只是在涉及有关西方思想的中国传播时，才会偶尔提到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思想家和学者。如在介绍易卜

生的词条中，曾特别提到 “《世界丛书》中有易卜生集，现在第一册已经出版了，里面附有胡适之著的一篇 《易卜生主义》，是介
绍易卜生底思想的”，参见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４４３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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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书序言中坦承：“因为本书底材料大概是外国的，许多术语我国尚未有一定的译名，为检查底
便宜上，依西文字母底顺序排列，而另附以汉文索引。”① 他自己明确将此一编排方式视为 “本书
编制上底特色”所在之一。这一点，研究 《学生杂志》的王飞仙也注意到了，但她认为该书主体依
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的规范，显示出唐敬杲以为没有外文原文的那些词汇或概念，便不在 “新文
化”“新知识”之列，编者唐敬杲本人似已相信，所有的新知识都应该是来自外国，并有原文可
查②。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赞成王飞仙的这一推断，“五四”后期，此类做法的确流露和反映了
当时唯有学习外国特别是西方才具文化正当性，唯有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才堪称 “新文化”和
“新知识”的某种时尚性、但却流于极端偏颇的社会文化心理。

三、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表征之导引与印证

人们常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至于此种主流如何形成
和表现？哪些人物、著作和刊物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学界以往所做的工作，其实还很不充
分，尤其是缺乏从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般文化思想界的动向角度，去给以有力的揭示。在这方
面，１９２３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由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龙头推出的 《新文化辞书》，作为一部传
播广泛、影响较大的百科性工具书，值得格外关注，它可以提供一些典型的印证与说明。
对 “真正的民主”——— “德先生”的追求，无疑是五四时代最为鲜明的时代精神之一。当时许

多有思想的青年选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先极端崇拜民主的过程。有学者发
现，五四时期那些最喜欢谈论民主，最热心倡导和追求民主，对民主的现实明显不满，对民主的前
途最为关切，认知民主较为深入且影响最大的一批中国人，大都参与了对中共的创建。③ 此言的确
不虚。《新文化辞书》没有将 “科学”列为专条，但却列入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
词条，可见其对民主精神在 “新文化”中的地位要更加重视。该词条强调，民主这个名词 “在世界
史已成一个流行语”，“德谟克拉西，要算得现代思潮的发源地，说甚么劳动问题；说甚么社会主
义；说甚么普通选举，全都是由德谟克拉西的影响生出来的。直可以说是 ‘现在的世上，离了德谟
克拉西，就不能够过日子呢’”。④ 在该书编者看来， “德谟克拉西的基本形式，还是政治上的东
西”，但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则在于 “多数人的统治”。若将其运用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乃至国际
关系上去，就分别形成 “社会的德谟克拉西”“产业或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文化的德谟克拉西”和
“国际的德谟克拉西”。其中，社会民主强调无论贫富，人人生来就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一样的
生存、一样的发展，这种主张就是社会主义底一种”；经济民主强调，从前的产业组织 “以资本家、
企业家 （即有产阶级）为本位”，必须改变为 “以劳动者 （即无产阶级）为本位”，一切的生产机
关，也必须由从前 “都归资本家管理”，改为 “属于劳动者管理”；文化民主，强调的是 “教育艺术
等类关于文化的事项，为贵族富豪等一部分人占尽，甚不合理……贫穷的人也应该同样的享受”；
国际意义的民主，则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 “同样的有存立的权利”，必须互相尊重，所谓
“民族自决主义”，就属于此种民主。⑤ 这一导向 “社会主义”的民主界定，与 “五四”及其之后陈
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人所热心传播的从 “政治民主”向 “社会民主”扩展的民主时代主潮完全
一致与合流，它有助于将新知识人引向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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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序言》，５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 〈学生杂志〉》，１２９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
出版社，２００４。

刘辉：《民主追寻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１２－１４。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３－２４４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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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有两种民主主义的传统，一种是崇尚自由、宪政和个人主义的英国宪政式民主主义传
统，一种是更重平等、人民主权和社群主义的法国参与式民主主义传统。“五四”后期，不少人像
陈独秀一样，虽有时含混两者，但却可以说大体经历了从相信前者到认同后者的转变，进而由后者
又走向批判或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道路。《新文化辞书》的编者，可以说是法国
参与式民主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在 “个人主义”词条里，对其内涵予以分类客观陈述后，就通过
对 “教育上的个人主义”进行评论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他批评个人主义：“这学
说底目的，虽在于教人成人，但人离了社会的生活，就全无意义———就是，人们只是在一定的社会
和团体中生存且发展的，那么人之为人，不可不为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物。于是，那极端的个人主
义教育不免失去论据，社会主义教育代之而起。现代教育上占最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教育。”①

该书编者认同社会主义，但对布尔什维主义所秉持的 “无产阶级专政”说却持反对态度，可以
说是怀疑其结果、同情其动机。 《新文化辞书》设有 “布尔扎维主义”专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
“不独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以为然，就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有许多反对这种手段。他们以为这
种手段，不但违反 ‘民主主义’，而且违背马克思的科学的理论”。故编者以为它属于布尔札维主义
的 “弱点”所在。② 不过，在专门介绍 “布尔札维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这一主题时，编者却将
自己的观点放到一边，而只是详述了布尔扎维克自身从民主的阶级性角度所做的如下 “解说”：

一切民主主义，全是相对的，换一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虽然
挂着民主主义的招牌，他的内容，不过是一个阶级———就是有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不是
‘普遍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可以说是具有两重的性质：就是他对于有产阶级，

是民主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是独裁政治。现在苏维埃 （Ｓｏｖｉｅｔ）的国家，也免不了两重的
性质。③

那么，既然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都是 “阶级民主”，两者有何不同？何必要用后者去
取代前者？编者又引用列宁等人的话，介绍其思想逻辑，强调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 “是为着多数
人 （被掠夺者）的利益，对于少数人 （掠夺者）而用的”，“从这里起，才能达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
义”。换言之，“唯有靠着后者，才能达到 ‘普遍的民主主义’这一点”，也就是认定这是通向真正
民主主义的必经阶段。由此看来，布尔扎维主义的结果虽未必如愿，但其目标，“倒是在于真正的
‘普遍的民主主义’底实现”④。这一清晰解释，很容易让今人想起这一时期李大钊认为 “德谟克拉
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通向更 “纯正的平民政治”即真正民主主
义的过渡阶段的思想。⑤

最后，关于 “布尔札维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关系”问题，编者也特别列举出 “以马克斯主义者
自任”的列宁一派，以及认为列宁思想 “离马克斯主义还远得很”的两派不同观点。在后者看来，

马、恩本人虽的确在 《共产党宣言》里讲过 “无产阶级专政”，但后来 “仅当他作一个历史的文
书”，实际上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对此，辞书的编者明确表示：“以上两班人的主张，孰是孰非，

姑置不论，我们把布尔札维主义，看做马克斯主义的一派别罢了”。⑥其所表现出的无疑是一种相对
客观理性的学理态度。这对当时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原理、客观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在诉求和思
想逻辑，实不无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在 “列宁”专条里，编者还表达了对列宁事业的积极评价。该条首先界定列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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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⑤

⑥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４６７、６８、６８、６８－６９、６９－７１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参见李大钊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和 《平民主义》小册子，载李大钊著：《李大钊选集》，１３８、４２５－４２７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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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劳农政府的领袖”，然后以同情和敬佩的笔触，绍述了其一生多次被流放、但屡挫屡起、百
折不回的革命生涯和事迹。每每谈到列宁的革命活动、学说思想和重要论著时，多对其成就和影响
不吝赞词。如称述列宁主导的 《依斯克拉》杂志 （Искра《火星报》）为 “全俄宣传社会主义底策
源地”，“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实占重要的地位”；称述他流放期间所写的 《俄国资本主义底发达》
“为一般学者所叹赏，称为经济学书中底一大权威”，其 《怎么办》问世后，“仿佛是在俄国社会主
义运动底池中，投了一块巨石，为此后十数年间波澜洄洑底中心”等等。编者尤为感佩列宁１９１７
年 “推倒克伦斯基内阁，掌握政权，一举而完成社会革命”的革命功绩，赞叹 “他底事业真可谓旋
乾转坤，亘古不朽咧！”最后，在词条末尾，可能是为了方便一般读者进一步了解和阅读的缘故，
编者竟还用了整近两页的篇幅，详细列出了列宁所有重要著作的英文本目录，① 这在本辞书中，也
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特出”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视列宁及其革命实践为洪水猛兽的舆论背景
下，这样一种词条解说的 “引导”意义，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文化辞书》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做了大量的介绍，这无疑体现了后期
新文化运动突出的特征之一。王飞仙在其著作中，已注意到该书具有相当程度的 “左倾”色彩，指
出其不仅收录了大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词汇，还对有些左派人物给予高度评价。② 她的感觉
基本准确。但她对该书与新文化运动 “左倾”时代表征的具体联系，还缺乏细致的说明。实际上，
本书的思想特征既是新文化运动后期 “向左”转向的一个例证，更直接参与引导和推动了此种思想
潮流的发展。
在 《新文化辞书》中，编者不仅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和许多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思想领袖的词

条，还设置有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科学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专
条。如关于 “唯物史观”，就指出它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据，书中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也基本沿用了
马克思的观点。编者对唯物史观虽非完全服膺 （其实是有误解），认为 “仅仅经济关系，并不是社
会发展底唯一要因，不能说，历史上底诸现象，惟有从经济关系可以解释”，但其最后还是表示：
“经济关系，总是解释历史上诸现象底最有力的锁钥”，③可见其仍表现出一种同情的理解。对于
“共产主义”，该书则认为其乃 “广义社会主义底一派别”，它主张一切财产的公有，不同于 “集产
主义”只主张生产手段的公有，并进而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的
区别所在，④从而避免了各种夸张离奇的非学理性解释⑤。

《新文化辞书》对 “科学社会主义”的解说，可以说更集中体现出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态
度和认知水平。该条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根据考茨基的归纳，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 “唯
物史观”“剩余价值说”“资本积集说”“资本主义倒坏说”和 “阶级斗争说”等的基本内容，指出
其中前两条被恩格斯视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而因有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得以成为科学等等。
尤其是编者不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学派自我论证的思想逻辑、“科学”性定位和话语方式，来展
开其全部界说，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下面，我们不妨引用其中一段，以窥一斑：

社会主义以他的思想全体底学问的性质为标准，可分为空想的社会主义 （或作感情的社会
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 （历史派社会主义或马克斯社会主义）二种。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
的，近来五六十年间，才渐有科学的基础，即由空想的进而为科学的现实的。等到马克斯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出来，社会主义底科学的基础，乃更巩固。今日在欧、美诸国最有势力的社会主
义，是马克斯派。这一派所以叫做 “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到马克斯那个理论的体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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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④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５６１－５６５、５９７－６００、１９７－１９９、１９７－１９９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 〈学生杂志〉》，１２９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
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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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个独立科学的面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得以成立的缘故。①

自觉或不自觉地论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将其与前面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追
求相结合，向社会传导的不正是一种 “新文化”精神结晶的信息吗？这就不难理解何以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要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历史现象了。

或许，同样典型甚至更为鲜明深刻地体现出上述思想倾向特色的例证，还有该书对 “资本主
义”概念的解说。《新文化辞书》的 “资本主义”词条，完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认知精髓。

该词条明确以马克思 “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形成条件和生产方式，其内在的
剥削性和掠夺性，其输出资本和夺取国外市场的必然性，其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等之
间的理论与历史的关联等等问题，还以此为论据，透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紧接着，编者感
慨系之，面对如此资本主义，“略为有些同情心的人就不惜大声疾呼，唱出 ‘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等等主义来”。最后，编者还不避嫌疑地坦承：“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解说得最为详尽，请参
看 ‘科学的社会主义’一项罢”②，从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青睐，无形中也彰显了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吸引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热衷在 “新文化”的名义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 “五四”后思想文化界的一大
潮流。如中华书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出版、李达翻译的 《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就是著名的 “新文
化丛书”早期最有影响的出版品之一，而张闻天１９２１年８月进入中华书局后，就是担任这套丛书
的年轻编辑。共产党人董亦湘１９２４年完成、１９２５年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 《唯物的人生观》，

也是探索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著作。而杨贤江在自己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学生杂
志》上，更是自觉地将这类著作热情推荐给青年学生们。③ 凡此，都可见及当时的新文化思潮与马
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关系。

四、结语

１９２３年首版的 《新文化辞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公开转向新文化运
动、积极倡导新文化的标志性出版物之一，它鲜明地体现了其致力于新文化传播的 “启蒙生意经”。

此书以 “新文化”百科全书的名义，得以在现代知识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致力于构建新文化综
合知识系统的努力及其历史特征，值得今人重视和认真探讨，特别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态度与
知识传播，具有鲜明的思想文化导向意义，这对我们认知与把握 “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
流，不乏历史价值。《新文化辞书》后来不断再版，并成为各种各类 “新知识词典”和 “新术语词
典”的前身，这也说明了其在民国时期的重要影响力。

１９３４年，近代文字改革家、世界语学者叶籁士，谈及当时的辞典出版状况时曾说： “近几年
来，各科的术语辞典可真出版得不少。先前我们只有一部 《新文化辞书》，现在连经济学、新哲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也都有一部或是几部的专门辞典了。”④ 他的话或可表明，在３０年代这
些各科专门辞典出现之前，《新文化辞书》实扮演着介绍各类学科新名词和术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
角色。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的卢鸿基教授喜爱阅读和收集辞典，他在 《我和词典》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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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９０３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整个词条内容参见该书９０３－９０９页。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１５７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整个词条内容参见该书１５５－１５７页。

杨贤江：《高中普通科第一组学生适用必修科目参考书》，载 《学生杂志》，１９２６，１３ （４）。

叶籁士：《谈字典》，载 《太白》，１９３４，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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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称，自己在中学时代，“一本 《新文化辞书》却是大有好处，新的知识、思想，它就供给了不
少”①。《东方杂志》更禁不住夸赞此书：对于新文化知识，“凡从前我国人所望洋兴叹，渴欲探索
而其道没由的，都可在这部书上一览无余，其对于我学术界的贡献，是何等伟大呢！”② 虽然，此
种商务印书馆内部刊物的自我推介，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总的说来，该辞书对于当时中国推广和传
播新文化知识，发挥了积极的工具书作用，还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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